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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是突发事件，各地应对疫情普遍缺乏经验，需要因地制宜采取各种措施，不断创新治理方式。但无论采取何种防控举措都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现行应急法治体系的一次全面检验。中国现行应急法治体系总体上是完备的，正是在现行应急法治体系的有效作用下，我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待从体制机制上进一步完善，以便政府部门乃至全社会能够在今后更加从容有序地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应急状态。
第一，进一步明确应急状态下管控文件的发文主体，以防政出多门。
在此次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各地纷纷发布管控文件，采取应急措施。发文对于明确管控措施的内容、范围，助力疫情防控至关重要。但同时也出现了几个问题：一是政出多门，多部门发文。为防控疫情，各级政府在发文，政府的各职能部门（卫生、交通、公安、消防、环境等）在发文，每一个工作单位在发文……多部门发文造成发文过滥，形成新的形式主义，增加一线疫情防控人员的负担。二是文件内容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下降。如有的地方发文规定对外地人员一律劝返；有的社区、物业“发文”禁止业主、租户返回小区。三是文件之间打架，百姓无所适从。如有的文件规定外出一律戴口罩（包括在空旷人少的开放空间），否则处罚，而有的只要求在人员密集场所戴口罩；有的上下级市场监管部门对同一地方经营医疗器械出口公司的开工作出不同规定。政出多门导致政令不统一，影响疫情防控的效率效果。
应急状态下的管控文件由谁发？百姓应当听谁的？从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相关规定看，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都有权发文（发文权包含在管理权之内）。我们认为应当明确：除了针对专业领域事务的文件（如教育部门发文决定何时开学问题，卫生部门发文决定医疗事务）可由政府对应部门制发，涉及公共管控方面（影响公民人身和财产权的措施）的文件，在应急响应启动前一律由县级以上政府发文；在应急响应启动之后，应当一律由应急指挥机构发文。这是由应急指挥机构的组成和职责决定的。
第二，建立健全应急状态下的捐赠分配制度。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社会各界和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捐赠了大量资金物资。捐款捐物的接收和使用主要由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慈善组织承担。有的慈善组织分配捐款捐物效率高效果好，信息公开迅速详尽。但有的慈善组织未能依据疫情防控所需及时合理分配捐赠物资，决策过程不透明，信息公开迟缓，尤其是捐赠物资没有及时到达急需的单位和人员手上，引起众多网友高度关注，甚至强烈不满。为此还引发了纪检监察部门的介入，湖北省红十字会三名领导也因工作中的失职失责问题被问责。
但问责之后，我们还需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我国虽然已有慈善法、公益事业捐赠法、红十字会法等，但是这些立法所规定的体制和程序主要适用于平时状态，对应急状态考虑不足。不少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在平时处理捐赠分配不成问题，但一到应急状态，其原有机制就会瘫痪。因为应急状态下的捐赠分配具有平常所没有的两个特点：一是量大，慈善组织会在短时间内收到超大量的捐赠物品；二是急用，这些捐赠物品正是社会急需的物资，必须尽快、准确配送到需要的单位和人员手上。而正是这两点使得平时游刃有余的慈善机构在紧急时期力不从心。因为这时的慈善机构处于人手不足和信息不对称的状态，它无法全面准确了解哪个单位和哪些人员最需要这些物资。而对这些问题，既能调动一切力量，又掌握着全面信息的应急指挥中心能够有效予以解决。
为此，应急状态下的捐赠分配制度，应当实行“进口”与“出口”分离，慈善机构只负责接受（包括接收、登记、储存、保管等），由应急指挥中心负责分配（决定分配方案、运输等）。
第三，创新防控举措必须事先进行合法性审查。
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不少地方推出了一些创新性的防控举措。这些举措，虽然有实际效果，但合法性方面存在瑕疵。比如，有的地方用“最高级别总动员令”来指称应急措施，这有违应急法律规定。“动员令”必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国家主席发布。有的地方发布公告宣称进行战时管制，不懂应急状态、紧急状态和战争状态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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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建议设立事先的合法性审查机制。各地在发布封城、限制公民自由等措施之前，由司法部门进行合法性审查，确保文件符合现有法律法规的规定，与相关政策保持一致。
第四，将应急法律知识纳入“八五普法”和党校授课计划之中。
在这次新冠肺炎阻击战中，我们发现：部分政府官员和百姓对我国的应急法律知识都是贫乏的。有地方政府和地方领导，不知道县级以上政府有发布预警的权力和职责；有的将应急状态的确认和宣布与针对应急状态的响应机制混为一谈；有的不清楚在应急状态下政府到底拥有哪些紧急处置权；有的不知道是否有权宣布紧急状态和战时管制令。
对百姓而言，尽管法律对疫情防控期间公民的义务作了明确规定，但还是有一些公民未能履行义务，妨碍疫情防控工作的顺利开展。有人出现新冠肺炎症状后不主动报告，隐瞒行程；有人未按要求进行隔离或居家观察，未采取防护措施就擅自与他人接触；有人甚至故意吐痰，导致医护人员感染。这些都和我们平时较少宣传和普及应急法律知识有关。
国家管理所面对的社会状态可分为两类：一是平时状态，二是应急状态。适用平时状态的法称常态法，适用应急状态的法则称应急法。我国现行法律大多属于常态法，是为调整平时状态下的各种社会关系而设置。应急状态由于社会出现突发事件而使国家和社会处于危急之中，便需要由特别的法律来规制人们的行为。在应急状态下用以规制人们行为，特别是应急处置行为的特别法，就是应急法。
我国的应急法律体系，是指用以规范国家应急处置行为的法律规范体系。它并不是由一个称之为应急法的法规来集中体现，而是指散见于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中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其中包括突发事件应对法、戒严法、国防动员法、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还包括各类应急预案等。我国三十五年来的普法以常态法居多，普及和宣传应急法很少。
为此建议，在下一个五年普法规划中，一定要把“中国的应急法律体系”纳入其中。不仅要对群众宣讲应急法律知识，更要对领导干部讲解应急法律知识。在党校和行政学院，还应当将应急法律知识列入授课计划，以提高我们领导干部的应急处置能力。

